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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五行》代表的齐阴阳家说及其
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渊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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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秋战国是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成熟期，齐国则是阴阳五行思想得以滋育发展之重地，其在早期道

家管子学派内呈引人注目的表现，邹衍堪称阴阳家集成性大师。邹衍之前，《管子》之《四时》《五行》等四篇乃齐

早期阴阳家思想发轫之端绪。管子学派作为早期道家，其《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其后经邹衍的努力

弘扬，彰显出其作为稷下黄老学之本土正源之认识。《管子》作为早期道家学说汇辑，其阴阳五行黄帝崇拜的联

系纽带，必然使稷下黄老道家同时上承管子学派代表的相关早期道家思想传统，如关于道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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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老学之发源，学术界主要有“北方稷

下说”与“南方说”两种［1］。考较早提出稷下学所

以称黄老者，曾有郭沫若举出齐威王在一器铭

中奉黄帝为高祖之故，并且说黄老之术“事实上

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倡盛于齐”［2］152。此说

因提出较早且举出金文例证而受到较广泛关

注。实则“高祖黄帝”概念，存在诸多疑问，况且

田齐与黄帝间并无确切的血缘关系①；又申、韩

乃三晋法家，已打破黄老必在稷下的地域特

征。此皆有待进一步考实［3］2-9。但其注意到黄

帝崇拜与齐之关系，且谓黄老发生发展于齐，又

似不无道理可言。笔者的看法是，齐地有独具

特色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见载于《管子》之《四

时》《轻重己》《玄宫》（《幼宫》）《五行》等四篇中；

黄老学繁盛于稷下，与齐地阴阳家之盛且由其

推出的黄帝崇拜，有着直接关联。因罕见有学

者思考注意及此，特提出鄙见申论阐释，愿以之

就正于大雅同人，祈黄老研究更进一步②。

一、《五行》阴阳家说及其黄帝崇拜

《五行》乃《管子》阴阳家四篇中最为重要

者，其中多有难明之义，须作深入考求辨析。其

中阴阳、五行二者虽表现出和合互融势头，但二

者间似仍存在生涩难融的龃龉关系，以至在叙

述中阴阳、五行二者各具较强自性，从而反映出

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在融合发展之初的状况。

阮元有谓，古人多“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

易诵易记，《洪范》《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论

语》……以数记言者如一言、三省……六蔽、九

思之类，则亦口授、耳受、心记之古法也”［4］607。

此为便于记忆，以数字置前构词概称的现象，不

独阮氏所举《洪范》《周官》及《论语》之例，《管

子》亦然，如《五行》中即多见此类冠数构词之

例。《五行》开篇即曰：“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

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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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前者八也，终者九也，十者然后具五官于六

府也，五声于六律也。”此与下文多冠数构词概

念，因抽象之故，难得确解，但此节大旨可明。

即一至十应乃阐释事物从原初起直至完备形成

所经历之本末始终发展过程；经此发展过程形

成众多事物概念，但这里涉及由之推出的五官

六府、五声六律二者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值得提出讨论。

首先，五官六府见于《礼记·曲礼下》：“天子

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

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器、司货，典司六职。”五官乃政务官，主朝廷百

官政务管理诸事；六府乃事务官，主农商、百工

生产管理诸事［5］132-134。《五行》所谓五官六府，应

从《礼记·曲礼下》所言得到比较参稽，包括政务

官、事务官在内，总括朝廷一切统治管理活动，

相当于对朝廷制度的总体概括。《淮南子·天文

训》亦言及五官六府，曰：“何谓五官？东方为

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

［官］都。何谓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

戌、巳亥是也。”［6］199-200此所谓五官可与《礼记·曲

礼下》五官得到比较参稽，所不同者，《淮南子·
天文训》五官已充分五行化，是汉代五行思想强

化之影响。如《春秋繁露》的《五行相生》及《五

行相胜》所言之东方木司农，南方火司马，中央

土司营，西方金司徒，北方水司寇，乃与五方五

行相配之五官，反映出汉代思想对官制的影响，

乃汉代五行思想强化所致。六府，解者说以“六

合”［6］200。按《淮南子·时则训》所云：“孟春与孟

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

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

合。孟春始赢，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

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

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6］437六合

乃四时气候节令的对应变化，可为安排计划农

业生产提供参考，这对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

部门的古代社会极为重要。《五行》所谓五官亦

可与下文所言黄帝六相及五行历五官相参稽。

六相即天道当时，地利廪者，东方春工师，南方

夏司徒，西方秋司马，北方冬李。五行历之五

官，甲子木“命左右士师内御”，丙子火“命行人

内御”，戊子土“命左右司徒内御”，庚子金“命左

右司马衍组甲厉兵”，壬子水“命左右使人内

御”。综之，虽然所言官制名称互有出入，但可

见《五行》作者有一套政治经济统治管理的制度

设想，以追求“治之至”，即五官六府之命意所

在。可以说，所云“五官六府”之义，重在五行体

系的人事寄托，即以制度构拟希冀沟通天人，政

通人和之目的。

其次，五声六律，此可集中概括于作五声，

正五钟，以制定推行五行历之事。孟子曰：“师

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7］162五声六律

关乎音乐的制作审订，但音律又与风气节候相

关，故制定历法须音律审正配合。五音六律之

说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二（一）阴一阳成气

二，二阳一阴成气三；合气而为音，合阴而为阳，

合阳而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为日，律

自倍而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6］222-223此五音六

律与历法日辰相关，故黄帝制五行历，须作五

声，正五钟。五行历与五行相关，每行一时七十

二日，五行五时为一年。上言五官六府，有究三

才之道，择用六相，以求至治的制度用意。黄帝

又进一步设计五行历，五行历乃一套五行化的

治法纲纪。因为五行应天，人可以五行历和谐

于天，天人和合，故可达至治之极。可以说，五

行历乃黄帝求治的制度理念所托。这样，黄帝

德业其实有二：一以三才之道总结关乎天地人

的宇宙社会大法，选任六相正官制，以建德立

业，为万物立极。二以五声正五钟，制定推行五

行历。五行应天，以五行四时之政和合天人，实

现“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

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至治之果。如此则五官

六府与五声六律之重要性可明，斯乃黄帝至治

德业追求之制度立意所托。此外，考《管子·四

时》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

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房

注：“五谓每时之政……六谓阴阳四时。”据此则

五、六乃阴阳家顺四时发政理论中概念组词之

确定用数。由此意义讲，所谓五官六府、五声六

律皆乃此顺四时五行发政理论之派生概念，其

阴阳家性质可明。

黄帝此二德业，可与《十六经·立命》所述相

参证。如《十六经·立命》曰：“唯余一人，［德］乃

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8］196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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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五官正人位”，乃建立百官卿大夫统治管理

体制。《十六经·立命》又曰：“数日、历月、计岁，

以当日月之行。”此与《五行》颁五行历法以正天

时相合，使人天协调，农时和顺。《五行》所述黄

帝德业与《十六经·立命》所记大体相符，有助于

说明黄帝传说在齐之流传影响及黄老盛于齐之

原因。

《五行》大略可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论

述三才阴阳与黄帝六相，后一部分专论作五声

以正五钟及五行历之规拟。此时阴阳与五行两

概念的结合尚未达圆融无碍之密切关系，尚存

龃龉不合之处，故不得不作前后两处分述。但

《五行》作者有意将阴阳与五行统归黄帝名下，表

现出以黄帝作为阴阳五行思想集大成者的意向。

关于三才，《黄老帛书》之《十六经·立命》所

述可与《五行》所言相比证。如《十六经·立命》

曰：“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8］196 即

谓黄帝建德立业及以三才思想为根本。《五行》

曰：“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

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即

谓三才之中人作为天地与万物联系的中介与主

体，乃解决世界存在及其秩序关系的枢纽。黄

帝出于对三才之道的理解，乃选任六相，以为解

决天地四方存在及其秩序关系的佐助，并按阴

阳家理路建立起六官体制。《五行》曰：“黄帝得

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

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

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

治，神明至。”六相即蚩尤为天道当时，大常为地

利禀者，奢龙为东方土师，祝融为南方司徒，大

封为西方司马，后土为北方李，其中四方与四时

相对应。按四方与四时乃空间与时间的对应转

换关系，乃阴阳家对宇宙世界的一种认识。六

官体制乃以人的因素为凭借，试图借官制治理

体制理顺天地四方与四时的秩序关系，达于至

治之极的目的。此无疑包蕴了对三才之道的正

确理解。天地人三才乃关于人们生存条件及自

身性质最初认识的较早总结，是人们对宇宙社

会把握的最简捷直观的表达，亦可称之为中国

古代宇宙论哲学的最早构建。黄帝选任六相，

以人的因素为首，解决三才概念面对的宇宙社

会存在秩序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对黄帝思想

德业传说合理的肯定性理解。因三才之道以人

为本，故《五行》又曰：“货曋神庐，合于精气。已

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经。审合其声，修十二钟，

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按

“货曋神庐”，货者化也，神庐指人的身心精神中

枢。此谓人能化存精气于内心，则可悟大道常

理；继当审正人情，人情可为万物法则，乃建德

立业于天下之本。这表明，天地之中以人最贵，

乃三才思想之精粹，黄帝择任六相之事，证明黄

帝深有得于此。

阴阳家一般视天地四方（阴阳四时）为其设

想中完备的自然结构框架，人与万物在其中生

生不息，运行不辍。如《管子·四时》曰：“阴阳

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史

记·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

二十四节，各有教令。”又曰：“夫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9］2064《黄帝内经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

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

不起，是谓得道。”［10］10皆可证天地四方或曰阴阳

四时，乃阴阳家视域中基本的宇宙世界结构框

架，为人们活动提供了完备的时空环境条件。

《淮南子·天文训》在追溯宇宙天地起源时曰：

“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

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

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

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

物。”［6］165-166即由道追溯宇宙天地起源时，乃以阴

阳二气之升降分别形成天地，天地与阴阳本为

一体转换；天地阴阳化生四时，四时变化演生万

物。故天地、阴阳、四时、万物乃宇宙全元要素，

其中要以四时、阴阳为天地万物变化主因。故

阴阳四时或曰天地四方乃阴阳家思想体系的根

本所在，其进一步与五行密切结合，完成以五行

为世界结构框架，以阴阳为天地万物变化主因

的体系模式。古代认为宇宙空间乃由上下四方

六维合成，阴阳家以天地四方六维为宇宙结构

基本框架，集中表达于其明堂设计。《淮南子·时

则训》曰：“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

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明堂之

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

冬治以权，夏治以衡。”［6］439-441对三才之道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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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人是三才关系中具有主导性的能动

主体，三才关系正确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人的主

体地位这一根本因素，阴阳四时或天地四方只

是世界存在的框架而已，如果没有人作为主体，

世界的存在失去意义，只有注意及此，才真正理

解三才问题的本质。《尚书·泰誓上》曰：“惟天地

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载：“天地之

性人为贵。”郭店楚简《语丛一》有：“天生百物，

人为贵。”［11］194中国先民对人在三才中的主导地

位，有清楚认识。此乃认识三才说本质的关键，

同时亦为理解黄帝六相的意义所在。

在《管子》之阴阳家四篇中，以《玄宫》（《幼

官》）、《五行》两篇较重要。《玄宫》以阴阳五行框

架为主导，阐释与齐霸业宏略相关的政论兵法

体系，并表现出其作为《月令》嚆矢的性质，在阴

阳五行思想体系的发展上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五行》首先以三才思想为据，提出黄帝六相的

概念，试图以人为协调主体，故借选任六相理顺

天地四方六维存在之秩序关系，建立起阴阳家

理想中的宇宙社会法理模式。《五行》又进一步

提出黄帝使阴阳钟律五行化从而规拟五行历

法，推崇黄帝为和合阴阳五行理论的鼻祖，反映

出齐国阴阳家的黄帝崇拜信念。笔者曾指出阴

阳五行思想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分前后两阶段，

前段以包括阴阳在内的三才为主导，其代表可

举《周易》；后段以五行包容三才阴阳而形成的

五行体系为主导，其代表可举《月令》［12］。试看

《五行》所述，其中阴阳、三才、五行各概念间仍

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自性，距消融彼此隔阂，融为

一体的阴阳五行思想，尚存一定距离，但已表现

出和合阴阳钟律与五行天时而打造历法的希冀

努力，并表现出以黄帝作为和合阴阳五行思想

鼻祖的清楚意向。尽管阐述中有稍嫌勉强、欠

圆融之不足，但其以黄帝崇拜的形式，力推黄帝

为阴阳五行思想和合一体创始者的论旨，却已

明白道出。齐阴阳家通过《五行》表现出的黄帝

崇拜，不仅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整合形成有相当

影响，对黄老在齐之发展兴盛的影响和推动作

用同样不可小觑。考诸传说记载，阴阳、五声、

十二律之和合，确应与黄帝有关，《汉书·律历

志》曰：“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

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

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

曰：黄帝之所作也。”［13］958-959将律吕阴阳、五声十

二律之发明者，推为黄帝。此可与《五行》相参，

《五行》曰：“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

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

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人与天调，然后

天地之美生。”考《汉书·律历志》重在言五声、阴

阳、十二律之起；《五行》所言“十二钟”必与阴阳

律吕有关，又强调了钟律与人情间的应合关系，

所言更偏重与五行相关的五声、五钟及其与五

行天时的关系。二者均为阴阳五行家说，只是

所着眼角度稍异，但皆认为黄帝发明造端阴阳

五行说。《吕氏春秋·古乐》与《汉书·律历志》俱

载黄帝使伶伦造律事，此外，《吕氏春秋·古乐》

又曰：“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

音。”此可与《五行》“作五声”“政五钟”之说互勘，

亦包含黄帝作为阴阳五行思想创始者的意向。

笔者曾指出，阴阳、五行二者的和合有一过

程，即西周春秋以来，人们习惯于以阴阳解释天

地自然的变化，五行的影响尚不及阴阳。但随

着认识发展深入，为完满解释世界存在及其秩

序结构变化法则的需要，日益将五行与阴阳结

合起来，五行变得比阴阳重要。原作为万物构

成元素的五行，变成宇宙世界的宏观结构框架，

将万物按不同类别属性纳入到统一的五行世界

框架内，阴阳则成为天地万物在五行结构框架

内按其规律运动变化的动力原因。战国时五行

的意义超越阴阳成为阴阳五行体系主导性的概

念标志，《月令》的出现，是阴阳五行理论完成的

象征性成果［14］254-255。即阴阳五行说的和合一

体，前后经历一个过程，以至曾有阴阳自阴阳、

五行自五行之说［14］213。察《五行》已将阴阳与五

行同归于黄帝名下一并论述，但《史记·历书》谓

黄帝“建立五行”，《淮南子·说林训》有“黄帝生

阴阳”，似谓黄帝分别发明阴阳与五行。据《史

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将阴阳、五行一并纳入易卦体系之内。日本学

者中井积德指出：“《易》不陈五行，今云然者，岂

出于纬书之谬邪？”［9］2067《周易》虽未明言五行，

但其体系内包含五行的潜在因素，故汉儒以五

行说《易》自有道理，亦为汉儒《易》学的一个特

征［14］229。中井积德之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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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又曾论述，易卦体系结构的根本是阴

阳思想，此外易卦自身也存在与五行相通的潜

在因素，至汉儒则欲张大易与五行的关系，乃

至产生使易卦体系五行化的思想倾向。这实

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光大之后的学术

意向［12］。司马迁“《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论，恰与此相合。但寻绎司马迁所言，亦非无

故，其反映的是阴阳五行思想壮大后在概念表

述上的意义习惯，即其时好以天地与阴阳并称，

以四时与五行并称。因为天地乃由阴阳二气转

成，故称天地阴阳；四时化生五行，故喜以四时

五行并称。又因五行乃万物构成之本原，故亦

喜以四时五行生万物连言。在《五行》所述内容

中，犹可见天地、阴阳联系密切及四时、五行联

系密切这两种不同关系。把天地阴阳与四时五

行贯联起来一并叙述，并成为一种习惯，大约当

在战国秦汉之际。如此将天地阴阳与四时五行

合置并论，《五行》乃其较早者，这对阴阳、五行

作为一体相关、联系密切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

的形成，无疑具有开启意义。记载中如《文子·
自然》：“道生万物，理于阴阳，化为四时，分为五

行，各得其所，与时往来。”《淮南子·原道训》：

“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史

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

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

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

时，列为五行。”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前后贯

联，一并论述，显然乃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之后的

现象。更有进一步的阐释，将天地阴阳、四时五

行交互混融、无彼此隔阂地一并关联叙述者。

如《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夫五运阴

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纪纲，变化之父母，生

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然天地者，万物

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

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10］130 此

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交互混融、彼此无别、

作一体关联陈述，显然乃阴阳五行体系形成

后之事。其不仅将“五运阴阳”作为天地大道、

万物变化总纲一并称之，尤其“水火者，阴阳之

征兆也”，视五行与阴阳乃一事之相关两面，即

完全视阴阳、五行二者为一。《五行》将阴阳、五

行二者合于一篇内深入阐释，指明其体用性质，

实为较早者。故欲从记载上追溯阴阳五行思想

形成的较早例证，《五行》实为首选；并且其将

对阴阳、五行二者性质功用的认识，一并归于黄

帝名下，那么，黄帝在阴阳五行思想形成过程中

的地位及齐阴阳家的黄帝崇拜意识，不就昭然

若揭了吗？

二、齐阴阳五行学及其黄帝崇拜之
影响意义

通过对《管子·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

的深入剖析，可见先秦阴阳家说之重要性。司

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乃按阴阳、儒、墨、名、法、道

家之序，以阴阳家列首，恰可印证战国时其学之

兴盛。考诸家中要以阴阳家与道家思想关联最

为密切，故司马谈论道家时曰：“其为术也，因阴

阳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9］2064即谓道

家乃博取阴阳、儒、墨、名、法诸家之说而成，以

阴阳家列首，足见其在道家思想中首屈一指的地

位。笔者论黄老学，曾提出黄老之天道阴阳观概

念，亦可见黄老道家与阴阳家关系之密切［15］152-175。

道家与阴阳家思想密切关联，可举《淮南子》证

之。《淮南子·天文训》曾述道与宇宙万物的先后

生化关系，曰：“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

故曰太始。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

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

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

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

时之散精为万物。” 据此，其天地、阴阳、四时

作为阴阳家思想根本的几个本原性概念，乃由

道家抽引而出。或者说，道家在吸纳阴阳家思

想的基础上，又冠以太始、虚廓、宇宙、元气几个

道体形成过程中相继出现的本原性概念，加以

组织连贯接续，从而形成《淮南子·天文训》所述

道家由本体直至世界万物的演化过程。如此可

以说，道家思想乃撷取阴阳家思想内容发展推

衍而成。笔者曾论黄老之天道阴阳观，主要应

由此道家、阴阳家分析和合而成，黄老道家与阴

阳家关系之密切，亦借此可明。其实天地阴阳

变化，四时交替流转，万物因此滋生繁衍，极易

导致有规律法则在其中起主导推动作用的认

识，而此即道概念产生的认识基础。由于天地、

《管子·五行》代表的齐阴阳家说及其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渊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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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四时乃阴阳家的基本概念，由此必可得出

阴阳家与道家关系密切的结论。

察《管子》所载四篇阴阳五行说内容，其中

《四时》《五行》明言木火土金水五行，以配四时

五方。《玄宫》《轻重己》俱未明言五行，但《玄宫》

以五行之数及五行之色配四时五方，《轻重己》

虽仅言青、黄、白、黑四色及东、西、北三方，但所

言皆与五行说相关，最重要者乃其所发四时教

令与阴阳五行之说相合。阴阳五行在齐之社会

文化思想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主要原因

还在于其顺应了齐之国势、国情发展上的需

要。战国时阴阳五行说之集大成性代表作乃

《月令》，它不仅涉及社会生活、生产及行政管理

活动之安排，又涉及农时劳作节令的安排，对农

业经济体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而极受推

重。《管子·四时》等四篇内容性质与《月令》相

类，故对齐政治、经济有较大实践指导裨益，亦

乃应社会需要而产生，自得以传衍影响于齐。

齐太公封齐，因其滨海形势定下工商立国之策；

但其后四民之序以士农为首，排在工商之前，说

明齐对农业的重视不亚于工商。察士本农之秀

出者，选之于农，故士农一体，反映出齐强兵重

农的富强国策。管仲治齐分 21 乡，其中士农之

乡 15，工商之乡 6，这种划分比例反映出对士农

倚重的强兵重农国策。

有学者注意到《管子》四篇阴阳五行思想之

意义，但决不仅限于其所述阴阳家自身。笔者

认为，当以齐桓公霸业引起的思想文化刺激为

背景，阐释此四篇内容对齐政教观念发展变化

起到的推动作用。亦即应将此四篇置于齐桓公

霸业对齐国历史影响的背景下，评述此四篇代

表之齐阴阳五行思想发生的意义及价值。齐桓

公霸业隆盛，激发齐人乘势而起，且生出由霸而

王之想，以取代衰周之政。齐国处于北方玄天

及玄枵之野的地理分域，已促使其产生崇玄尚

黑的政教思想信念；此思想与春秋战国以来的

阴阳五行思想及河洛谶纬之说互有联系，融汇

渗透，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思想潮流，并成

为春秋战国以迄秦汉之际甚有影响的思想文化

现象。应该注意的是，此崇玄尚黑信仰必对当

日齐称霸图王之想起到支持推助作用，从而增

强其成功的自我期许。齐桓公霸业显赫，不仅

见载于《管子》及相关史书，纬书中亦可见其踪

迹。如纬书《尚书中候》18 篇，其第 11 篇《准纤

哲》记齐桓公及管仲事，第 12 篇《霸免》说五霸

事［16］101。《管子》乃管子学派之著述结集，其中包

括管子治齐的思想遗存，阴阳五行思想因素亦

包括其中。其不仅主要见载于《管子》四篇内，

其余绪应进入作为阴阳五行总成的纬书中并留

下影响。《管子·封禅》载桓公、管仲议封禅，《管

子·小匡》曰：“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

洛出书。”封禅泰山、河图洛书与三代名王受命

事相关，亦可借以窥见齐人由霸图王之想。由

于阴阳五行思想的特殊性，其与政治思想活动

之关联，发端于述桓公霸业的管子学派，较早已

接触到包括谶纬在内的阴阳五行思想之影响，

从而见诸《管子》记载，且占相当分量。《玄宫》与

《四时》《五行》《轻重己》之阴阳五行思想相通，

其所论政教兵刑体系乃以阴阳五行框架为据展

开论述，乃齐阴阳五行说与政教道法理论结合

之典范。《玄宫》所记政教兵刑体系，明显与齐桓

公霸业相关。察木火土金水等五行之官出现颇

早，《左传》记少皞氏、颛顼氏、共工氏时代已见，

故受五行思想影响的齐崇玄尚黑思想之由来，

不会很晚。考阴阳五行说之和合形成不早于春

秋战国之际③，但五行说之影响则颇早，故齐崇

玄尚黑说之出现亦不会很晚，当不晚于西周，如

《尚书·洪范》记箕子论九畴乃以五行为首。大

致可以认为，崇玄尚黑殆殷周之际流行于齐地

之说。桓公霸业隆盛，对齐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产生相当影响，崇玄尚黑信仰代表的阴阳五行

思想流绪得扩大传衍，应与桓公霸业之弘扬具

有相当关系。可以说，五行思想在齐之影响直

接导致崇玄尚黑信念，崇玄尚黑又反过来促进

五行思想之发展，齐阴阳五行学在此二者的互

动作用下滋育渐长。《管子》四篇乃其滋育渐长

的成果表现，齐地亦成为阴阳五行思想发达之

地，最终导致齐阴阳五行大家邹衍的出现。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有《阴阳五行

时令》19 卷，已亡佚，其书内容不得而知。《月令》

及《管子》之阴阳五行时令类《四时》等四篇，应

有助于认识理解其内容。故将此四篇与《月令》

合观互参，对深入考察先秦阴阳五行时令说，必

有裨益，亦可大致确定齐阴阳五行说在战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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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界之地位影响。《管子》86 篇《汉书·艺文志》

入诸子略道家，《七略》之《管子》18 篇在法家，

《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俱入《管子》

于子部法家。李宗邺谓：“它是杂家的汇集，里

边有儒、道、法、兵、农、纵横、阴阳各家的言

论。”④此以《管子》分别为道家、法家、杂家的三

种看法，乃代表性观点。笔者认为《管子》当如

前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言之早期道家，其

思想广采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要而成，因

其博大，阴阳家自在其中。阴阳家言在《管子》

内占比可观，《四时》等四篇主要可归为阴阳家

时令体系，若将其单独提出，集中深入研究，可

考见此四篇反映出的阴阳家说之内容特征，亦

有助于究明阴阳家在道家思想中的地位问题。

在《管子》四篇的影响中，最值得注意者乃《五

行》。它盛推黄帝为阴阳五行说创始者之论，明

确代表了齐阴阳五行学者的黄帝崇拜心声，实

指明齐稷下黄老学之本土正源，亦有助于考明

阴阳家与黄老道家之密切关系。这无疑是研究

齐阴阳五行说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春秋战国乃阴阳五行思想形成发展之关键

枢纽期，齐乃阴阳五行思想发展之重地。由崇

玄尚黑理念在齐之传布流衍，已可见阴阳五行

思想渗入齐文化之深。战国时有所谓齐学、鲁

学之异，仅凭阴阳五行思想之轻重有无，即可在

二者间断然作出区别。因为阴阳五行思想对鲁

学影响甚微，而阴阳五行之学颇盛于齐，并终成

齐学一大特点。经学史上有齐学、鲁学之异，马

宗霍曾论曰：“大抵齐学尚恢奇，鲁学多迂谨；齐

学喜言天人之理，鲁学颇守典章之遗。盖当战

国时，齐有邹衍善谈天，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

之变……于是流风所被，至汉不替。故《易》则

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京房以明灾异得

幸……高相治《易》，专说阴阳灾异……必由《易

经》齐学有灾异之说，故诸家缘傅以为名也。《尚

书》则伏生《大传》有《鸿范五行传》，夏侯氏衍之

于前，刘向叙之于后……《春秋》则董仲舒以《公

羊》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居舍著灾异之

记。斯并上探象纬，下明人事，或经之以八卦，

或纬之以九畴，或测之以九宫，或验之以九数，

虽所执各殊，而其同为天人之学则一也……谶

纬之说则滥觞于齐学。何休、郑玄并援纬书以

说经，休治《公羊》，本为齐学，玄注《易》阐爻辰，

注《三礼》引纬书尤多。其于纬或称为传，或称

为说，且为之作注，世或以此为康成诟病者，不

知康成亦齐人，其涵濡固有素也。”［17］46-49马氏论

齐学，谓其尚恢奇，喜言天人之学，并从战国邹

衍谈起，认为汉儒喜论阴阳灾异乃至纬书泛滥

及引纬说经，皆为齐学之流衍影响所致。夷考

其实，必先究明《管子·四时》等四篇阴阳家说，

方可谓求得汉儒阴阳五行家说之本原。马氏所

谓天人之学，实乃阴阳五行家之天人感应说。

故今日欲论汉儒阴阳灾异说，《管子·四时》等四

篇乃不得不先考求者，邹衍则为其说之总结光

大者，汉儒继起传衍之。察《管子》四篇所记，谓

若发政出令不循气候时节之宜，必致天变灾异，

诸事祸乱，后邹衍五德说、汉儒阴阳灾异说，与

之一脉相承。故论汉儒阴阳五行、天变灾异说，

至少应从《管子·四时》等四篇追溯其源。

《管子》有“事名二，正名五”治天下之说，其

义与阴阳五行相当。《管子·揆度》曰：“桓公曰：

‘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

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

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

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

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

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

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

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

之国机。’”按“事名二”之天策阳与壤策阴，即谓

天地阴阳，“正名五”之权、衡、规、矩、准即相当

于五行。考《淮南子·天文训》有东、南、中、西、

北分别为“执规而治春”“执衡而治夏”“执绳而

治四方”“执矩而治秋”“执权而治冬”之说。按

《管子·揆度》之“准”当《淮南子·天文训》之

“绳”，余四者并同。是权、衡、规、矩、准与五行

配，其下五色、五声、五味亦在五行系统中各与

五行配，是正名五相当于五行。因此事名二、正

名五与阴阳五行相当，乃由阴阳五行转成之概

念模式；且又被称为“国机”，关系国家治乱兴

亡，其地位影响之大可知。察其如此的地位影

响，乃根源于阴阳五行概念。即本因阴阳五行

概念影响之大，由其抽象出二、五两数，并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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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普遍性意义，由此派生出事名二、正名五

这样的具体概念。如此从事名二、正名五概念，

考见阴阳五行概念潜在的模式化抽象性代表意

义，从而证明阴阳五行概念由于行用之广，已在

社会文化中形成特殊的深刻象征寓意；“国机”

之说，隐喻阴阳五行说之行用与否，决定着家国

兴亡治乱的根本命运。察《管子》亦多论“轻重

之数（术）”，阴阳五行即相当于轻重之数（术）的

性质，《管子·揆度》“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

之说，即与之相关，其曰“二五者……人君以数

制之人”，即谓事名二、正名五乃“数制”之法。

《管子·揆度》又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

天下也”，以下历叙共工之王，黄帝之王，尧舜之

王各用治法之不同，且曰“此尧舜之数也”。是

“二五”亦可归于共工、黄帝、尧、舜治天下所用

轻重之数（术）。上文已提出事名二、正名五与

阴阳五行概念相当，那么，阴阳五行亦可归于

《管子》轻重之数（术）的范畴内，乃管子治国所

用治术之一，亦相当于“国机”的意义。由是阴

阳五行不仅为哲学思想概念，亦旁通政教治术

道法之义。此益可见其于各方面的影响广被。

稷下称邹衍为“谈天衍”，是说邹衍必通天

文历法及星占筮术，而这与阴阳家以天地阴阳、

四时变化为纪纲的思想相通，阴阳五行是对天

道法则的最好概括。阴阳家本有五行相生说，

后发展出五行相克相胜说。五行相生说开始影

响大，与四时五行节令代谢变化共同流行。五

行相胜到邹衍倡五德终始方大行，五行相生说

要早于五行相胜说［18］262。邹衍不仅总结了五行

相生说，使之体系完备，且发展出五行相胜的模

式解释人事政治的盛衰成败相代。《管子》四篇

皆主五行相生，为滋育阴阳五行大家邹衍出于

齐地，做出知识与思想上的准备，也为五德终始

这样的五行相克说盛行提供了条件。五行类

《月令》以阴阳四时的自然代谢流转为叙述框

架，故必采五行相生说。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解释朝代兴亡的彼此相代，涉及征伐诛讨的暴

力相克，故其与五行相生互异而采用五行相克

的解释模式，亦所必然。但《管子》四篇五行相

生的时令书，为五行理论积累起深厚的知识基

础，可资启发借鉴，因此才有邹衍作为五行大家

及其五德终始理论出于齐地。

五帝崇拜较早见于《国语·鲁语》所记祀典，

其历举五帝三王以来的祭祀序次，以黄帝为

首。其次《大戴礼记·五帝德》亦首记黄帝，《史

记·五帝本纪》亦以黄帝为首。黄帝不仅居五帝

之首，而且其后四帝同出黄帝，故又有五帝同祖

之说，黄帝可谓五帝系统冠冕代表，更乃上古文

明的开基者，被公推为华夏人文始祖，由此导致

较普遍的黄帝崇拜亦乃事理必然。由于周代推

行分封制，诸侯间的文化交流日密，对华夏族的

认同日益深入，大一统格局日渐形成，这促使黄

帝崇拜在春秋战国之际得到较普遍尊奉。出土

材料有黄帝胜四帝之说，至少是战国时以黄帝

崇拜表现出的大一统意识。马王堆帛书《刑德

丙》四《天地阴阳》记：黄帝东战，胜太昊；南战，

胜炎帝；西战，胜少昊；北战，胜颛顼，“黄帝四战

四克”［19］60。银雀山竹简《黄帝伐赤帝》：黄帝南

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

四帝，大有天下”［20］101。传世文献记载有黄帝四

面之说，《尸子》卷下记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

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

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

四面也。”［21］18按黄帝居中央，中央土德，色黄，故

黄帝概念本乃五行性质，配其余四方恰成五色

五行，故黄帝伐胜四帝及四面之说，乃一平面五

行图之反映；《管子·五行》之黄帝六相相当于平

面五行图之立体六面转化，中央被天地取代，此

外的四方即春夏秋冬或东南西北的时空代表，

各与五行方位相应。如此则黄帝六相之天地四

方、四时与五行之中央四方相通；亦可见《五行》

所记六相与四时五行历之阴阳及五行二说之和

合，因为六相乃阴阳说天地四时结构之代表，

《五行》又推黄帝为五行创始者。重要的是，《五

行》之黄帝崇拜乃下启阴阳家邹衍之黄帝崇拜，

显见黄帝在齐国思想文化上备受推崇的地位。

邹衍之五德终始说推原于黄帝，其造说“先序今

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9］1431，即

推尊黄帝为文明历史源头。邹衍以阴阳五行说

集大成者的身份，肯定和弘扬黄帝人文共祖的

开辟地位。可以认为，黄老盛于稷下，必与齐阴

阳家的黄帝崇拜之带动有直接关系。或者说，

齐阴阳家之黄帝崇拜应为稷下黄老之正源所

在。《管子》乃早期道家代表，早期道家乃百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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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之综合交汇，阴阳家在其中居于首位，故《五

行》在百家中独树一帜的黄帝崇拜，必在《管子》

道家内有相当影响。管子学派在齐自春秋时一

直延至战国，那么，管子学派作为早期道家内的

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应作为稷下黄老道家之本

土正源，必无可疑。

最后还应指出，《管子》阴阳家四篇代表乃

《玄宫》与《五行》二者，《玄宫》揭示出齐之崇玄

尚黑信仰，乃齐地神圣的政治地理信仰。文中

两称“玄官（宫）”，一称“玄帝”，玄帝乃居于北方

玄宫之帝，为齐地宗教守护神。由黄帝胜四帝

说视之，在五帝系统内玄帝必宗主附属于黄帝

之下。《五行》推黄帝为阴阳五行说创始者，是为

学派之师祖标榜，此不啻上托华夏文明肇始者

黄帝以光大门楣，为的是远绍华夏文明正统之

流脉自居。此观念与齐人奉北方玄帝为分野守

护神之意，各是其义，不相矛盾混糅，同时亦可

借以窥见齐阴阳五行思想之流绪，及其与早期

道家之关系，由此衍生出黄老道家之学，成为诸

子百家中值得关注的独特学术现象。

三、管子学派之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乃
齐黄老学之本土正源

前人研究黄老多注意老子道家之影响，却

忽略早期道家管子学派内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作

为齐本土思想资源的重要性，它才是稷下黄老

道家兴起的直接根据。老子道家一般被认为乃

楚文化代表，其实不然。老子若为周室史官，他

必然会更多地陶冶濡染三晋两周地区的中原文

化思想，这同发端于齐管子学派代表的早期道

家有所不同；稷下黄老与申、韩的联系，表明其

与三晋两周地区思想存在某些渊源关系，但作

为直接影响，稷下黄老道家与管子学派代表的

早期道家思想之间，关系应更为密切。

司马迁谓“百家言黄帝”，此谓战国以来黄

帝传说之多。仅就黄帝传说之多而言，已足见

黄帝在诸子百家中影响之大。但其中唯阴阳家

最特殊。齐阴阳家不仅推黄帝为其主旨阴阳五

行说之创始者，邹衍又在其阴阳五行体系中极

力尊崇推高黄帝地位，这在诸子中为仅见。那

么，齐阴阳家之黄帝崇拜不仅独特，其在突出黄

帝崇拜影响层面上的意义，亦不同寻常。可以

说，稷下黄老的黄帝崇拜意识，必与齐阴阳家造

设的黄帝崇拜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黄老学形成于齐的直接原因与管子学派密

切相关，此即《管子》中的阴阳五行家言及其标

榜的黄帝崇拜。《管子》乃老子之前的早期道家

代表，阴阳家言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首要地

位。前文举《淮南子·天文训》述道与天地万物

的演生过程，先后经历太始—虚廓—宇宙—元

气—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等几个阶段，其

中天地阴阳、四时变化乃阴阳家的根本思想，其

从属于道生天地万物的过程，已明显指示出阴

阳家与道家的密切关系。《管子·五行》推黄帝为

阴阳五行创始者，表现出独特的黄帝崇拜信仰；

后阴阳家集大成者邹衍循此路径推出以黄帝为

首的《五德终始》，以黄帝为中央大帝的《月令》

体系，从而使阴阳家的黄帝崇拜造于至极。黄

帝崇拜是黄老学发生之基本层面，以此为根基

绎出黄老道家多彩的思想结构。邹衍作为总

结阴阳五行体系的大师，黄帝崇拜是其学说的

基点与架构归宿。《文选》李注：“邹子有《终始

五德》，言土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

次之，水德次之。”［22］140 此乃邹衍五德相胜说大

概，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五行相克如此循环。今据《吕氏春秋·应同》及

《史记·封禅书》所见五德之王朝分配模式，乃黄

帝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邹衍五德说主要

在为即将统一的秦确定其所应五行德运而作。

其说既以黄帝土德为始而下数夏殷周而及秦，

即以黄帝为文明历史开端而推衍未来，其黄帝

崇拜之意显然。《月令》五帝以大皞、炎帝、黄帝、

少皞、颛顼配木、火、土、金、水五行，黄帝以土德

居中央，作为统四方之帝，其尊黄帝之意亦显

然。黄帝居中统四方，与大一统格局恰合，《吕

氏春秋》以《月令》当《十二纪》，置《八览》《六论》

之前当书首，其意可知。《十二纪》之末《序意》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彰显吕不韦著书

尊奉黄帝之教；黄帝诲颛顼曰：“爰有大圜在上，

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23］273-274 更与

《史记·自序》“维昔黄帝，法天则地”相应，即尊

法崇奉黄帝，乃法天则地，立教垂训，永为后世

立极之义。此吕不韦、司马迁黄帝崇拜之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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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承自邹衍。邹衍继《管子·五行》推尊黄帝为阴

阳五行创始者并发扬之，继以《五德终始》及《月

令》二者演绎贯彻阴阳家之黄帝崇拜信仰。细究

当时形势，齐阴阳家的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之

兴起，其间必有绝大应承关系，邹衍居稷下列其

诸子间，不无原因可言。

《管子·四时》等四篇乃齐阴阳五行思想之

先驱，其中《五行》推黄帝为阴阳五行思想创始

者之说，表现出齐阴阳家强烈独特的黄帝崇拜

意识。后邹衍以阴阳家集大成者身份，推出《五

德终始》及《月令》，再从阴阳家立场弘扬其独特

的黄帝崇拜信仰，其后吕不韦、司马迁皆受其影

响，当日对稷下黄老之影响亦可推知。因为推

黄帝为五行说创始者亦即推黄帝为学说师祖，

在百家中独树一帜，从“黄老”之“黄”的命名启

示，不难从中觅到某些踪影。《史记·秦始皇本

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

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史记·封禅

书》所述五德相胜之序为：黄帝土，夏木，殷金，

周火，秦水。此二者所记，当据《吕氏春秋·应

同》而进一步阐明之。但《吕氏春秋·应同》虽言

黄帝、夏、殷、周之德运相代，但并未明言秦当水

德，《史记》方明言秦应水德之运。此五德终始

与战国末统一形势将互相应合，必产生相当影

响，秦统一以水德自命，亦使其作为五德预言终

得实现。《管子·四时》等四篇作为发端，其后邹

衍以阴阳五行体系集大成者的有力推动，在其

说前后演倡宣示过程中，对以黄帝崇拜为表征

的稷下黄老兴盛发展之影响，应无可疑。《管

子·四时》等四篇当成于邹衍之前，作为管子学

派之作，最有可能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故其与

起于战国前期田齐桓公午时的稷下学宫，或前

后承接⑤，那么，稷下黄老命名必受到《五行》代

表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之影响。与黄老命名相

关的还有《管子·四时》等四篇发生的内容模式

上的变化。考《玄宫》主要是以四时配五方五数

之时令书，虽合五行属性却未明标五行字样，又

表现出崇玄尚黑明显特征。其与东南中西北五

方相配之五数分别为 8、7、5、9、6；又以专门的

政论兵法分置于五方，最重要的九命诸侯之令

特置于北方图，明显反映出齐桓公霸业的影响

痕迹。《玄宫》以 12 日一节共 30 节为一年日数，

与五行历每时 72 日迥然不同。《轻重己》与《玄

宫》相关，亦可见崇玄尚黑观念影响，即于立冬、

冬至两服黑，其余乃服青、服黄、服白三色，五色

中少服赤一项。为凑成五色之数，乃以两黑与

青、黄、白三色凑足，乃是为崇玄尚黑特征专拟

的安排⑥。《轻重己》亦未用每时 72 日的五行历，

而是用类似八节的历日划分方法，亦未明标五

行字样，但并不影响二者同作为五行时令的性

质，只能证明四时与五行配合之深入。

察《四时》《五行》两篇与《玄宫》《轻重己》的

最大不同，是作为齐桓公霸业影响的崇玄尚黑

观念消失，表现为较纯粹的阴阳五行思想样

态。二者皆明言五行配四时的特质，《五行》且

用每时 72 日的五行历。《四时》《五行》从内容上

较《玄宫》更近于《月令》式时令书。尤其《五

行》提出黄帝六相即以天地四方（四时）为代表

的阴阳家框架，以黄帝为五行创始者的黄帝崇

拜，从而初步树立起阴阳五行家的黄帝崇拜模

式，亦下启邹衍以黄帝居中统四方四帝的五方

五色之五行五帝《月令》模式，故与《月令》相

比，《五行》与之最相近，对邹衍《月令》的设计

启发亦更大。故可看出，《玄宫》《轻重己》两篇

与《四时》《五行》相比，其间出现较大变化。即

四者虽同为阴阳五行时令书，但前二者代表以

崇玄尚黑为特征的时令书，后二者尤其是《五

行》代表以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为特征的时令

书。以此为准，开启邹衍以黄帝崇拜为核心的

五方、五色之五行五帝《月令》体系。前二者乃

管子学派受齐桓公霸业影响而形成，后二者已

发生变化但仍先于《月令》体系。《五行》推出阴

阳五行黄帝崇拜可作为此变化发生的标志。此

变化之所以发生，应与稷下学宫的产生相关。

即田齐桓公午得位而立稷下学，有意采取阴阳

五行黄帝崇拜作为稷下黄老学旨，以为与较前

的管子学派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区分，于是较《五

行》更完备的邹衍五方五色之五行五帝《月令》

体系出现。随邹衍进入稷下先生行列，《月令》

式阴阳五行体系得以确立，完全成为秦汉以下

阴阳五行体系的代表模式。同时还须提出，受

管子学派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之影响，必然使稷

下黄老道家上承管子学派早期道家的相关思想

传统，如关于道法思想的论说，就被继起的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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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汲取。因问题较复杂，当另文详之。

————————
注释

①有学者指出，田齐世系与黄帝“无从联系”。见马承

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版，第 561 页。②昔贤亦多注意及《四时》等四篇者，但

多就阴阳五行思想自身论，有学者甚且引申论及其阴

阳五行思想与齐法家间的渗透影响联系。见胡家聪

《管子新探》第一编第六章《〈管子〉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在下不敢苟

同。本文意在提示其阴阳五行思想与齐早期道家的联

系，尤其意在指明阴阳五行黄帝崇拜与稷下黄老的特

殊关系。③葛志毅：《重论阴阳五行之学的形成》，《中

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1 期。又收入《谭史斋论稿续

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④陈国庆：《汉书艺

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19-120 页。较

早如吕思勉有谓《管子》“实成于无意中之杂家”，见其

《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
页。又谓“此书错杂特甚，与其隶之道法，毋宁称杂家”，见

其《经子解题》，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30页。⑤

钱穆谓：“盖齐之稷下，始自桓公。”见其《先秦诸子系年》

上册，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74 页。田齐桓公午得国

于公元前 374 年，稷下学设立不出此前后。⑥《管子》中

《幼官》即《玄宫》，其中的崇玄尚黑观念，笔者撰有《管子

之阴阳五行说与齐霸业之影响联系》论之，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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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 Yin-Yang School Represented
by Guan Zi·Wu Xing and the Worship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the Jixia Huang-Lao School

Ge Zhiyi

Abstrac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houghts of Yin-Yang and Wuxingbecame mature and prosperous. The Qi Kingdom was the important place where the thoughts of Yin-Yang and Wuxingwere cultivated and developed. Zou Yan was the master of Yin-Yang and Wuxing. Before Zou Yan， the four essays in
Guan Zi：The Four Seasons，Wu Xing and so on were the beginning of the thought of Yin-Yang school in the early QiKingdom. As the worship of Yin-Yang，Wuxing and the Yellow Emperor represented by the Early Taoist school in theFive Elements， the Guanzi school，with the late efforts of Zou Yan，highlighted its recognition as the local source ofthe Jixia Huang Lao School. As a collection of early Taoist theories，Guan Zi combined the worship of Yin-Yang and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Yellow Emperor， so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Huang-Lao school in Jixia inherited the relatedearly Taoist thought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Guan Zi school，such as Taoism.

Key words: Jixia HuangLao；Guanzi school and early Daoism；Guan Zi·Wu Xing；Zou Yan；The five elements of Yin-Yang and Yellow Emperor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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